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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农业的发展与传播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变革之一, 史前农业向中南半岛的扩散关系到现今南亚语族的

形成, 是农业传播领域的重要科学问题. 以往大部分研究集中在稻作农业传入东南亚的时间和路线上, 而粟作农

业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. 本文梳理了中国和中南半岛128个遗址出土的312个稻(Oryza sativa)、粟(Setaria italica)
和黍(Panicum miliaceum)遗存的直接测年数据, 发现中南半岛于公元前三千纪后期出现粟作农业, 至迟于公元前

二千纪后期出现稻作农业. 经分析, 我们认为中南半岛的早期农业可能有中国西南、两广地区和福建沿海三个来

源. 史前农业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传播路线与文献记载的“西南丝绸之路”非常接近, 这表明在新石器晚期青藏高原

东缘就存在一条文化通道, 为后世西南丝绸之路的开通奠定了基础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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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引言

跨大陆尺度的文化交流与碰撞是人类社会发展的

推动力之一(Sherratt, 2006), 所以史前文化的全球化一

直是备受学界和社会关注的科学问题. 近年的研究表

明, 史前欧亚大陆上可能并存着几条不同的东西方向

的文化通道, 由此带来了物种、技术和观念上的流动

与传播 , 对欧亚大陆新石器晚期-青铜时代(4500~
3000a BP)的整体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(Jones
等, 2011; 张弛, 2017; 陈发虎等, 2017). 实际上, 史前

时期欧亚大陆东部南北方向的文化交流同样活跃. 考

古发现表明, 旧石器时代南中国与中南半岛的文化面

貌就存在诸多相似之处, 早中期同属于粗大的砾石石

器工业 , 晚期开始出现小型的石片工业 (王幼平 ,
1997); 新石器时代源于中国南方的绳纹陶器在东亚、

东南亚和南亚分布广泛, 显示出跨区域尺度的文化互

动(Kharakwal等, 2004); 新石器晚期到青铜时代来自

北方的移民给中南半岛输入了人口和新的生计方式

(Diamond和Bellwood, 2003; Lipson等, 2018; McColl等,
2018; Matsumura等, 2019). 这些研究初步勾勒出中国

南方与中南半岛史前文化交流的轮廓.
然而目前对早期农业向东南亚传播过程的认识尚

有不足(本文所说的农业指稻、粟谷物农业). 现在学界

普遍认同野生稻最初在长江中、下游被驯化为粳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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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Oryza sativa subsp. japonica)(周拾禄, 1948; Second,
1985; 严文明, 1990; 孙传清等, 1997; Fuller, 2011;
Larson等, 2014), 粟(Setaria italica)和黍(Panicum mili-
aceum)的驯化中心在中国北方(Lu等, 2009; Yang等,
2012), 中南半岛史前遗址出土的稻米/稻壳的古DNA
检测结果都是粳稻(Bellwood等, 2011; Castillo等,
2016). 所以, 中南半岛稻作和粟作农业的源头无疑在

中国. 关于史前农业向中南半岛传播的路线和时间

(Higham, 1996; Zhang和Hung, 2010; Fuller等, 2010;
Silva等, 2015)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. 近年来随着中

国南方和中南半岛植物考古和
14C年代数据的积累, 为

复原史前农业向中南半岛的传播历史提供了重要材料.

2 材料与方法

本文拟通过梳理中南半岛与毗邻的中国西南(包
括四川、云南、贵州)与华南地区(包括广东、广西、

福建和台湾)出土的谷物遗存材料(见图1和表1), 复原

稻作和粟作向南传播的时空过程, 以深化对史前时期

两地文化交流的认识.
由于遗址保存环境和考古工作的差异, 导致现有

的植物考古材料地区分布非常不平衡, 如四川地区已

有大量系统浮选结果发表, 而桂东粤西一带仅有零星

的植硅体和采集的陶片夹杂稻壳的记录. 本文主要研

究对象为稻、粟类大植物遗存, 将优先选择有直接测

年的材料, 这是讨论早期农业向中南半岛传播最直接

有力的证据; 其次是未经直接测年, 但是有大量地层

关系和其他测年数据佐证的. 如果某地植硅体或淀粉

粒等微体植物遗存材料早于当地植物大遗存的年代框

架, 再采纳微体遗存的材料进行分析. 具体方法是分别

梳理出各地区的早期作物遗存, 先依据植物遗存建立

逻辑上的传播过程, 再结合当地的考古学文化背景,
勾勒早期农业从中国南方向中南半岛的传播过程.

2.1 中南半岛

位于泰国南部的Khok Phanom Di遗址不仅发现了

稻属植硅体, 还在陶器掺合料中发现了稻壳, 对两个陶

片中夹杂的稻壳直接测年, 结果分别为5039~4646和
4826~4438cal a BP(校正年代, 以下同)(Thompson,
1996; Ramsey等, 2002). 相距不远的Nong Nor遗址是

一处青铜时代墓地, 研究者对五座墓葬出土陶器夹杂

的稻壳进行测年 , 最早数据出自墓105, 为3442~
3000cal a BP(Hedges等, 1993). 泰国东北部地区Non
Nok Tha遗址墓3出土炭化稻的测年结果为3445~
3071cal a BP(Hedges等, 1991). 其他有水稻直接年代

的, 如Ban Non Wat等遗址, 测年结果都落在公元前一

千纪或更晚(Higham和Higham, 2009).
早期的粟、黍遗存集中发现在泰国的Khao Wong

Prachan(KWP)流域, 该地区Non Pa Wai、Nil Kham
Haeng和Non Mak La三个遗址早期阶段皆以粟作为主,
晚期才开始出现稻和粟的组合. 最早的粟来自Non Pa
Wai遗址, 直接测年结果为4417~4158cal a BP(Weber等,
2010). 除此之外, 越南南部的Rach Nui(3555~3265a BP)
和马来半岛的Khao Sam Kaeo(2400~2100a BP)遗址都

出土了炭化粟(Oxenham等, 2015; Castillo, 2017; Castillo
等, 2018),但未经直接测年.另外,植物微体分析显示在

公元前二千纪的很多遗址都发现了黍亚科植硅体

(Kealhofer和Piperno, 1994; Kealhofer和Grave, 2008).

2.2 中国西南

中国西南地区最早的水稻遗存来自成都平原, 新

津宝墩遗址出土水稻直接测年结果为4790~4432cal a
BP(d’Alpoim Guedes等, 2013),桂圆桥遗址出土稻壳的

直接年代是4530~4250cal a BP(玳玉和万娇, 2015). 大
渡河中游的汉源龙王庙遗址经浮选发现了炭化稻、粟

和黍, 年代约为4700~4500a BP(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

院等, 2011). 安宁河流域大兴横栏山遗址的新石器堆

积中出土有炭化稻、粟和黍; 该遗址种子测年结果为

4470~4120cal a BP, 但未言明测年材料是什么种子(成
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, 2016b). 金沙江中游的会理莲塘

遗址也有炭化稻出土, 直接年代为4160~3960cal a BP
(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, 2016b). 云贵高原上最早的

水稻出自宾川白羊村遗址, 直接测年结果为4574~
4424cal a BP(Martelloa等, 2018). 其他有直接测年的

水稻遗存, 鸡公山、吴家大坪、石岭岗、石佛洞等遗

址年代基本都在公元前两千纪以内(贵州省文物考古

研究所等, 2006a, 2006b;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,
2010; 黎海明等, 2016).

距今5000年前后的川西地区在金川刘家寨、马尔

康哈休和茂县营盘山遗址都发现了丰富的粟黍类遗存

(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等, 2010; 赵志军和

陈剑, 2011; 李映福, 2014). 成都平原桂圆桥一期的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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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遗存以粟和黍为主, 其中黍直接年代为4850~4550
cal a BP(玳玉和万娇, 2015). 以新津宝墩为代表的宝

墩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粟黍类遗存, 通常与水稻同出,
年代应相当(石涛, 2012; d’Alpoim Guedes等, 2013). 龙
王庙遗址也出土了炭化的粟和黍(四川省文物考古研

究院等, 2011). 盐源皈家堡遗址植物遗存以粟黍为主,
对黍直接测年的最早结果为4842~4644cal a BP(成都

文物考古研究所等, 2016a). 云贵高原上最早的粟出自

白羊村遗址一期, 直接年代为4818~4523cal a BP(Mar-
telloa等, 2018). 大墩子、海门口等遗址出土的粟黍遗

存基本在距今4000年以内(闵锐, 2013; 金和天等,
2014). 需要说明的是云贵高原东南部那坡感驮岩遗址

二期(3800~2800a BP)出土的粟被鉴定为鸭掌粟(广西

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和那坡县博物馆, 2003), 即非

洲起源的龙爪稷(Eleusine coracana). 耿马石佛洞遗址

(3400~3100a BP)在早年也有发现龙爪稷的报道(阚勇,

图 1 文中主要遗址及早期农业传播路线示意图
1,刘家寨; 2,哈休; 3,营盘山; 4,桂圆桥; 5,宝墩; 6,龙王庙; 7,皈家堡; 8,横栏山; 9,莲塘; 10,大墩子; 11,白羊村; 12,海门口; 13,鸡公山/吴家大

坪; 14,石岭岗; 15,石佛洞; 16,感驮岩; 17,晓锦; 18,古椰; 19,新村; 20,茶岭; 21,老院; 22,石峡; 23,南山; 24,葫芦山; 25,黄瓜山/屏风山; 26,大
坪顶; 27,南关里东; 28,潮来桥; 29, Non Nok Tha; 30, Ban Non Wat; 31, Non Pa Wai/Nil Kham Haeng/Non Mak La; 32, Khok Phanom Di; 33, Nong
Nor; 34, Loc Giang/An Son/ Rach Nui; 35, Khao Sam Kae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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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中国南方和中南半岛的主要稻粟遗存及其年代a)

区域 遗址 稻遗存年代(cal a BP) 粟遗存年代(cal a BP) 文献

中南半岛

Nong Nor 陶片中稻壳3442~3000* N/A Hedges等, 1993

Non Pa Wai 公元前一千纪 4417~4158*

Weber等, 2010Non Mak La 公元前一千纪 公元前两千纪

Nil Kham Haeng 2756~2492* 公元前两千纪

Ban Non Wat 2746~2459* N/A Higham和Higham, 2009

Non Nok Tha 3445~3071* N/A Hedges等, 1991

Loc Giang 陶片中穗轴4000~3300 N/A Barron等, 2017

An Son 陶片中穗轴4250~3150 N/A Bellwood等, 2011; Barron等, 2017

Rach Nui 3555~3265+ Castillo等, 2018

Khao Sam Kaeo 2400~2000+ Castillo等, 2016

四川盆地

刘家寨 N/A 5500~4700 李映福, 2014;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,
2012

哈休 N/A 5500~4700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等, 2010

营盘山 N/A 5300~4600 赵志军和陈剑, 2011

桂圆桥 4530~4250* 4850~4550* 玳玉和万娇, 2015

宝墩 4790~4432* 共存 d’Alpoim Guedes等, 2013

龙王庙 4800~4500+ 闫雪等, 2013;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,
2011

横栏山 4470~4120+
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, 2016b

莲塘 4160~3960* 4100~3970*

皈家堡 N/A 4842~4644*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, 2016a

云贵高原

白羊村 4574~4424* 4818~4523* Martelloa等, 2018

大墩子 4139~3928* 4144~3880* 金和天等, 2014

海门口 3692~3571* 3966~3706* 闵锐, 2013

鸡公山 3444~3219* N/A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, 2006a

吴家大坪 3471~3166* N/A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, 2006b

石佛洞 3358~3066* 共存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, 2010

石岭岗 2724~2384* 共存 Zhang等, 2017

感驮岩 3859~3596* 共存
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和那坡县

博物馆, 2003

两广

晓锦 4500 N/A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和资源县
文物管理所, 2004; 张弛和洪晓纯, 2009

茶岭 4526~4418* N/A 夏秀敏等, 2019

老院 4690~4246* N/A Yang等, 2018

石峡 4348~4091* N/A Yang等, 2016

闽台

南山 4974~4846* 共存 Yang等, 2018

葫芦山 3842~3649* 共存 Ge等, 2019

黄瓜山 3980~3846* 共存
Deng等, 2018a

屏风山 3826~3632* 共存

南关里东 5000~4300 5000~4300 Tsang等, 2017

潮来桥 植硅体4200~4000 N/A Deng等, 2018b

a) *,该年代为稻、粟遗存直接测年数据; N/A,该遗址未发现此类作物遗存;共存,该遗址粟类作物与稻有共存关系,年代应当同时; +,粟
作和稻作的年代是一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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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3), 不过相关的照片资料不甚清晰无法进一步分

辨, 且后续正式发掘中也不见龙爪稷(云南省文物考古

研究所等, 2010), 不能排除是早年鉴定的失误. 所以本

文暂且把这两例作为粟处理.

2.3 中国华南

两广内陆地区目前仅有资源晓锦遗址二期出土了

大量炭化稻, 但是该遗址部分测年数据与地层相矛盾,
推测年代在距今4500年以后(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

作队和资源县文物管理所 , 2004; 张弛和洪晓纯 ,
2009). 此外还有零星的水稻植硅体和采集的夹杂有稻

米、稻壳的陶片和红烧土证据, 年代存在争议, 大多也

晚于晓锦遗址(广东省文物考古所和封开县博物馆,
1998; 赵志军等, 2005; 向安强和姚锦鸿, 2006; 张文绪

等, 2008; 张弛和洪晓纯, 2009).
广东东部的台山新村遗址(5300~4420a BP)发现

了少量稻属植硅体, 是采集的野生稻(Yang等, 2013).
距今5000年前的高明古椰遗址有炭化稻出土, 然而出

自新石器地层的3粒水稻的测年结果落入了明清时代

(崔勇, 2007; Yang等, 2016). 广东地区确切的早期水稻

出自和平老院遗址(直接测年4690~4246cal a BP)(Yang
等, 2018)和曲江石峡遗址(直接测年4290~4095cal a
BP)(Yang等, 2016). 珠三角地区的稻作年代稍晚, 黄

埔茶岭遗址水稻的直接测年数据为4526~4418cal a BP
(夏秀敏等, 2019).

两广地区迄今尚未发现史前时期的粟黍遗存.
福建闽侯大坪顶遗址墓2填土出土了10粒炭化稻,

直接测年数据为7571~7442cal a BP(吴卫, 2018). 明溪

南山遗址4号洞19~23层发现了数以万计的植物种子

和果实, 并以水稻、粟、黍为主(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

研究所东南工作队等, 2018). 对22层出土水稻的直接

测年结果为4974~4846cal a BP(Yang等, 2018). 霞浦黄

瓜山和屏风山遗址(4200~4000a BP)出土了稻和粟类

的大植物遗存和植硅体遗存(Deng等, 2018a). 武夷山

葫芦山遗址浮选发现了水稻和粟, 水稻的直接测年结

果为3842~3649cal a BP(Ge等, 2019). 台湾台南南关里

东遗址(5000~4300a BP)也发现了大量谷物遗存, 有水

稻、粟和黍, 但尚无谷物直接测年数据发表(Tsang等,
2017). 台东潮来桥遗址(4200~4000a BP)发现了驯化

形态的水稻扇形植硅体(Deng等, 2018b).
福建沿海地区出土的粟黍遗存尚无直接测年数据,

但是明确的地层关系表明, 南山、屏风山、黄瓜山、

南关里东、葫芦山等遗址的粟黍与水稻遗存年代相当.

3 结果

中国和中南半岛已经发表的
14C直接测年数据有

312个, 包括147个水稻(图2)、165个粟和黍(图3)的测

年结果.
将这些测年数据与出土地点结合起来, 可以更直

观地反映谷物农业的传播过程. 由图2可知, 自从水稻

被人类利用以来直到距今5000年前都局限在30°N以
北, 即长江流域和中国北方地区. 在距今4900年大幅向

南扩展到26°N左右, 结合经度分布, 可知向南扩展的

水稻有两支, 一支到达福建沿海地区, 一支到达云贵

高原. 约1500年后, 水稻在距今3400年南进到13°N即
中南半岛. 由图3可知, 粟黍在距今4800年前都局限在

35°N以北, 并在距今4800年大幅南进到27°N, 即川西

山地; 很快推进到26°N附近的云贵高原. 福建沿海的

粟作农业由于缺乏直接年代数据而没有体现在图3中,
但这是不可被忽视的一支. 粟作农业在距今4400年到

达15°N一线, 即中南半岛.
简而言之,稻粟农业向中国南方地区的传播路线都

可以分为东、西两路,这两路都有可能是中南半岛农业

的来源. 需要说明的是, 大坪顶遗址出土水稻的年代在

距今7500年前后, 研究者将其鉴定为人工栽培的粳稻

(吴卫, 2018). 但仅通过稻米遗存的形态还难以对其驯

化/野生属性进行准确的判断, 且该年代不符合当地生

业经济发展的整体框架, 故本文未采纳这一测年数据.
再看稻作、粟作农业到达中南半岛的时间. Non

Pa Wai遗址的炭化粟测年结果与出土层位相吻合, 可

以确认粟作农业在距今4400年前开始出现在泰国东北

部. 位于越南南部的Rach Nui遗址和马来半岛的Khao
Sam Kaeo遗址都有粟类遗存出土, 表明粟作农业在东

南亚史前社会的生计中占有一定地位. 目前中南半岛

最早的、确凿的稻作证据是来自公元前两千纪晚期的

Non Nok Tha遗址.虽然Khok Phanom Di遗址出土陶片

中夹杂稻壳直接测年结果是5039~4646cal a BP, 但该

年代早于遗址体现的文化面貌且与出土地层相矛盾

(Ramsey等, 2002); Nong Nor遗址的测年结果有着同样

的问题(Hedges等, 1993), 故本文未予以采纳. Non Nok
Tha遗址稻作出现年代比传统的认识要晚了很多.传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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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认为中南半岛稻作农业出现在4500~4000年前

(Higham, 2003), 但目前缺乏直接的实物证据. 故本文

暂且采用稻、粟最早的直接测年数据(3400cal a BP和
4400cal a BP)作为中南半岛稻作和粟作农业开始出现

的时间. 这样的话, 稻作农业要晚于粟作而出现. 造成

这种现象的原因也许是更早的稻作遗存尚未被发现,
有赖于将来更多工作的开展.

4 讨论

4.1 中南半岛早期农业的来源

想要追溯中南半岛早期农业的来源, 需要在毗邻

的中国南方的、早于这个时间点的考古遗址中去寻

找. 而中国华南和西南地区都有早期稻作和粟作农业

的证据. 想要确定中南半岛史前农业的来源, 还需结

合当地的考古学背景进行分析.

4.1.1 华南地区

在新石器晚期农业文化进入华南地区之前, 广西

及毗邻的广东西部为原生的渔猎采集区, 广东沿海在

长江中游等地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混生型的渔猎采集

文化;福建沿海与粤东的情况类似,当地最早的新石器

文化与长江中下游的早期文化有着密切联系. 不同的

文化渊源构成了后来稻作农业到达华南地区时的文化

图 2 水稻遗存直接测年结果的纬度(a)和经度(b)分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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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底(Zhang和Hung, 2012): 广东-福建沿海长期受有着

深厚的农耕文化底蕴的长江中下游的影响, 一旦当地

有生计模式转变的需求/条件, 谷物农业可以沿着已有

的文化通道到达华南沿海地区; 广西-粤西长期处于独

立发展的状态, 文化面貌和人群相对单纯. 所以稻作农

业先行到达东部地区, 这也与现有的植物考古证据相

吻合(Yang等, 2018; 夏秀敏等, 2019).
不过这仅解决了华南地区稻作农业之“源”, 至于

“流”的问题, 需要考虑各地理单元与东南亚地区的关

系. 广西毗邻越南北部内陆, 属于同一地理单元. 在新

石器中期, 广西、越南北部等地的渔猎采集文化属同

一文化系统. 福建沿海则与台湾岛和东南亚岛屿的文

化面貌更为接近, 与中南半岛沿海地区也有相似之处.

这样看来中南半岛与两广的文化面貌更为接近. 然而

两广地区迄今仅有水稻遗存而无粟作遗存发现. 据此

仅能推出中南半岛的稻作农业有来自两广内陆的可能

性. 广东-福建沿海与中南半岛沿海文化的相似性, 加

之史前人类卓越的航行能力(Clarkson等, 2017), 暗示

从福建沿海地区到中南半岛南部之间或许存在一条海

上通道(Bellwood, 2011)(见图1). 考虑到中南半岛最先

出现的是粟作农业, 而广东东部史前阶段是单一的稻

作农业、福建沿海有稻粟兼作农业, 这条海上通道的

源头很可能在福建沿海地区, 而后沿着大陆沿岸南下

到达中南半岛南部地区. 越南南部Loc Giang、An
Son、Rach Nui等遗址确实发现了早于距今3000年前

的水稻遗存, 遗憾的是, 现在海岸地区还缺乏早于Non

图 3 粟黍遗存直接测年结果的经度(a)和纬度(b)分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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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 Wai遗址的粟作农业证据.

4.1.2 西南地区

中国西南的新石器化开始于公元前四千纪中期,
深受“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”上甘青地区的影响——
在川西大渡河上游和岷江上游地区的早期遗址都可以

看到马家窑文化的强烈作用(江章华, 2004). 在公元前

三千纪之初, 来自西北的人群经由川西山地进入成都

平原, 在距今5000年前形成了成都平原最早的新石器

文化——桂圆桥一期遗存. 在桂圆桥一期末开始受到

来自东部长江中游和峡江地区文化的影响, 逐步发展

出宝墩文化(4600~4000a BP)(万娇和雷雨, 2013; 何锟

宇, 2016). 云贵高原尚无完善的考古学文化谱系, 仅依

据地理位置和文化面貌被划分为不同的文化类型(王
大道, 1994; 李昆声, 1998), 年代较早的有洱海地区的

白羊村类型和滇池地区的石寨山类型, 推测上限为距

今5000年; 其他类型的年代均不早于距今4000年(肖明

华, 2001). 成都平原和云贵高原之间山地的考古工作

有限, 但在麦坪、横栏山、皈家堡等遗址的早期陶器

都与滇西的白羊村等遗址有着强烈的共性 (万娇 ,
2013;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, 2016a), 表明新石器晚

期在青藏高原东南缘存在一定规模的文化交流.
成都平原的早期农业完全打上了文化的烙印. 公

元前四千纪沿着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南下的马家窑人把

粟作农业带到了川西地区, 距今5000年前的茂县营盘

山、哈休、刘家寨等遗址都是单一的粟作农业(阿坝

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等, 2010; 赵志军和陈剑,
2011; 李映福, 2014). 这波人群很快进入到成都平原.
桂圆桥一期虽然有水稻遗存, 但数量很少且仅有的一

个水稻直接测年结果落在了桂圆桥二期的年代范围

内, 所以当时应该是单一粟作或以粟作为主的农业模

式. 这是建立在桂圆桥一期4个浮选样品的基础上, 还

有待更多材料的检验. 桂圆桥二期开始,接受了来自长

江中游的稻作农业(孙华, 2009; 万娇和雷雨, 2013), 成
都平原自此呈现稻粟兼作的农业模式. 成都平原以南

的龙王庙、横栏山、莲塘等遗址在麦作传入以前都是

这种作物结构(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, 2011; 成都

文物考古研究所等, 2016b), 应是成都平原农业向南传

播的结果.
云贵高原目前最早的系统的植物考古资料来自白

羊村类型的白羊村遗址(4600~4000a BP), 从早到晚的

植物组合都是稻、粟和黍, 研究者认为它们很可能是

以作物组合的形式在公元前三千纪中期到达滇西北的

(Martelloa等, 2018).其他开展过系统工作的遗址,在麦

类作物传入以前, 都是稻粟组合的作物结构, 或许可以

作为推测云贵高原早期农业结构的参考. 总而言之, 中
国西南地区在距今4500年前就存在着成都平原-川西

山地-云贵高原这条文化与农业的传播通道, 中国西南

很有可能是中南半岛稻作和粟作农业的源头.

4.2 农业从中国西南向中南半岛的传播路线

文献记载的“旄牛道”(又名“灵关道”, 见图1路线

1), 与西南地区农业传播的通道非常接近. 旄牛道是西

南丝绸之路中的一条通道, 大致路线为: 成都-邛崃-名
山-雅安-荥经-汉源-甘洛-越西-喜德-冕宁-西昌-德昌-
米易-会理-攀枝花-云南永仁-大姚-大理(屈小玲, 2011).
成都平原和汉源地区都有早于4500a BP的稻粟兼作农

业;西昌和会理地区虽然没有这么早的谷物遗存,但是

在稍晚阶段(4400~4000a BP)的横栏山和莲塘遗址都

是稻粟组合的农业结构; 永仁附近的金沙江河谷, 新

发掘的丙弄丙洪等遗址与麦坪、白羊村等遗址文化面

貌近似, 推测年代较为接近, 上限应该在5000~4500a
BP(私人交流). 这些零星的遗址点串联起来的路线表

明早在公元前三千纪晚期西南丝绸之路的前身即已开

通. 至于稻粟兼作农业从滇西北向中南半岛的传播路

线, 由于处于中间地带的云贵高原南部和中南半岛北

部缺乏可以串联起两地的考古学或植物考古证据, 所

以现在还难以推论.

4.3 早期农业向中南半岛传播的方式

作为早期稻粟农业重要传出地的云贵高原和福建

沿海, 其早期遗址都是稻粟组合, 而这个组合在中南半

岛被拆散, 至少现在的证据支持当地最先出现的是单

一的粟作农业, 而水稻在南传的过程中被“丢失”了.
与水稻相比, 粟和黍的谷粒小而不易被保存和发现,
所以应该可以排除早期水稻遗存没有被发现的情况.
那么早期农业从传出地向东南亚大陆传播的过程中是

否延续了稻粟组合的方式? 如果是, 为什么会率先接

受粟作农业? 如果不是, 水稻又是什么时候“丢失”
的呢?

中南半岛最早的粟作出现在KWP地区, 研究者指

出, 该地区河流阶地和山前阶地土壤有很大区别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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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流阶地是相对肥沃的黏土, 遗址所在的山前阶地是

渗水能力较强的粉砂质土壤, 适宜开展旱作农业(We-
ber等, 2010). 古环境研究表明, 当地在新石器晚期林

木减少、草本植物增加, 就气候而言也更适宜旱地农

业发展(Kealhofer, 2002). 所以距今4400年前粟作农业

首先在KWP地区出现, 很可能是史前人类为适应当地

生态环境所采取的生存策略. 另外, 中南半岛早期的稻

作生产都是旱稻, 不同于中国南方的水稻(Fuller等,
2011; Martelloa等, 2018). 由水稻到旱稻, 一方面可视

为作物对中南半岛自然环境的适应;另一方面,水稻对

当地环境的“水土不服”, 也是稻作传入较晚的原因

之一.
KWP地区的稻作农业直至公元前一千纪才出现.

相距不远的Khok Phanom Di遗址, 被认为在距今

4000~3500年前就开始利用水稻(Higham, 2002), 远远

早于KWP地区的稻作农业. 理论上KWP的聚落很早就

有接触稻作农业的机会, 只是一直将水稻拒之门外. 相
映成趣的是Khok Phanom Di遗址开展了密集的植物考

古工作, 但始终没有发现粟和黍的遗存. 也就是说,
Khok Phanom Di遗址也有接触粟作农业的机会, 但是

也没有接受.
所以, 一个聚落的生计策略与大的气候背景有关,

也受遗址小地貌、小生态乃至文化选择的影响. 基于

这点认识, 再考虑史前农业向中南半岛的传播方式时,
就不能简单否定稻粟组合的方式. 因为不能排除同时

接触到两种作物而仅把其一纳入当地生业体系的可能

性; 但也不能排除早期农业在到达中南半岛南部之前

水稻已经“丢失”的可能性. 如果是后者, 水稻又是何

时从何地传入中南半岛的呢? 要回答这些问题, 正如

一再强调的, 还有待今后更多材料的检验.

4.4 结论

综上所述, 中南半岛在公元前三千纪后期出现粟

作农业, 至迟于公元前二千纪后期出现稻作农业. 多

个遗址的证据显示, 从新石器晚期到铁器时代, 粟作

农业一直在中南半岛的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. 根

据目前的材料, 中国福建沿海和西南内陆都有可能是

该地区稻粟农业的来源, 另外也不能排除两广地区单

一的稻作农业传播到中南半岛的可能性. 福建沿海的

稻粟农业很可能是通过海路到达中南半岛南部. 在西

南内陆, 来自长江中游的稻作和来自甘青地区的粟作

于公元前三千纪早期在成都平原汇合, 然后以作物组

合的方式传播到云贵高原, 再南传到中南半岛. 早期

农业从成都平原到云贵高原, 很有可能是沿着后世的

“旄牛道”传播的; 从云贵高原到东南亚大陆的路线还

不清楚.
粟作和稻作的先后到达表明从中国向中南半岛扩

散的早期农业应该不止一波, 加之多源的传播途径, 使
得整个传播过程变得更为错综复杂. 这就更突显了考

古材料的重要性. 然而, 区域内植物考古材料分布的

不平衡性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现有的研究工作. 尤其

是云南南部、中南半岛北部和两广内陆地区亟需系统

植物考古工作的开展和精准测年的支持. 另外, 农业的

传播和扩散不仅是人类活动和文化的产物, 而且深受

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制约, 尤其是早期农业. 所以, 在农

业传播过程中区域的气候环境背景和遗址的小地貌生

态背景都是未来需要开展的研究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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